
第三章 南流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一、长盛不衰的采珠业

（一）合浦采珠的历史

1．先秦两汉时期

合浦的近陆海域有众多河流汇入大海，适宜珍珠贝类的生长，其所产的南珠闻名

于世。先秦时期，合浦沿海地区已经有了采珠活动。1959 年广东省文物普查队对广东

南路进行文物普查时，在今天的北海银滩白虎头村发现了高高墩贝丘遗址，1983 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普查时未复查到该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再次寻找确认，

确定该遗址已毁
[1]
。高高墩贝丘遗址属于海滨遗址，出土了“石器、陶片、兽骨”

[2]

等，这些石器、陶片及兽骨的发现说明了当时合浦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1959 年广东省文物普查队在合浦清水江两岸的山岗遗址发现了青铜器残片，它“大概

是一件容器的残件”
[3]
。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海滨和河流沿岸的居民以捕捞水产为食，由

于珍珠一般生长于贝类动物的体内，可以推测在合浦沿海居住的原始先民在采食贝类

动物的过程中就已经剖出珍珠了。

合浦沿海和南流江支流清水江流域的考古遗址出土的陶片有“夹砂陶和方格纹陶

片”
[4]
、青铜器残片，其年代应大体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或更晚一些。商周时期珍珠

已为中原人所周知，《逸周书·王会解》云，“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

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5]
，珠玑即今之珍珠，

说明此时珍珠已经作为朝贡的物品进献给商王。《淮南子·人间训》言，秦始皇“利越

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
[6]
挥戈南下，将岭南收入秦国的

版图之中。由此可知，珍珠作为岭南地区的特产名声在外，商周时期及秦代人们皆视

其为珍宝。

自汉代以来，合浦地区的采珠业逐渐兴起，当地居民经常用珍珠交换粮食。《汉

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7]
。汉成帝时，王章因为得罪大将军王凤被处死，其妻子和儿

女“皆徙合浦”
[8]
。王凤死后，王章的冤情得以平反，王章的妻儿得以归还故郡，“其

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
[9]
。可见，汉代珍珠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983 年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于广州市区越秀山西边的象岗山对已发现的南越王墓

进行发掘，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外，还出土了珍珠。珍珠置于外椁

头端六件大玉璧下的漆盒之中，“珍珠颗粒不大，重数斤，似南海产”
[10]

。根据广州南

越王墓博物馆 2018 年展示的南越王墓出土的珍珠的文字说明可知，墓主南越王头枕丝



囊珍珠枕，口含丝绢包裹的珍珠团，丝织物已朽，仅存珍珠 400 多克。在墓主人头箱

的漆盒里还发现数千粒残存的珍珠，重达 4117 克
[11]

。西汉前期，合浦、珠崖等珍珠产

地都属于南越王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批珍珠可能来自合浦或者珠崖

这两个地方。根据文献记载，合浦产珍珠较多，因此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批珍珠产自合

浦的可能性更大。南越王墓出土的珍珠共计 5 千克，加上腐烂的部分，数量更多。至

今，南越王墓是已知出土珍珠最多的墓葬。该墓出土的珍珠颗粒较小，说明其是天然

海产，珍珠在当时已经成为王室贵族的珍爱之物。

西汉刘安《古列女传》记载了“珠崖二义”的故事，故事中珠崖令的妻子为继母，

在珠崖令死后携带儿子和珠崖令前妻的女儿奉丧归还。其子误藏珍珠，经过海关之时

被关吏搜查到，当时携带珍珠人关当判死罪。珠崖令的妻子和女儿推让争死，最后关

吏被感动，“遂弃珠而遣之”
[12]

。《珠崖二义》虽然是刘向撰写的散文，但是也从侧面

说明了汉代对珍珠贸易高度重视，珠崖、合浦等地珍珠的采集主要由政府控制，并在

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以杜绝私人贸易珍珠的情况。

合浦郡内“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
[13]

。东

汉时期，官吏贪图珍珠暴利，不知节制，不断压迫珠民采珠，使合浦珠池内的珍珠迁

徙到交趾海域，合浦境内珍珠贸易被迫中止，贫民多饿死于道。孟尝迁合浦太守后，“革

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
[14]

，留下了“珠

还合浦”的美好传说。上述记载也说明了东汉时期合浦的采珠业已经十分发达，并且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能够与交趾（今越南一带）进行珍珠贸易。

2．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合浦的采珠业在汉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万震的《南州异

物志》载“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

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15]

，说明三国时期合浦仍以采珠为业。交趾刺史陶璜向晋武帝

上疏曰：“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

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

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

如旧。”
[16]

晋武帝准许了陶璜的请求。上述材料反映了三国时期合浦的采珠业受到政府

的严令管制，禁止珠民私下售卖，以采珠为业的合浦百姓饥困交加。陶璜上任后革除

了前代以来珍珠贸易的弊端，使合浦珍珠得以流通于市场。随着采珠业的发展和珍珠

贸易的扩大，南朝时期合浦出现了买卖珍珠的固定场所——珠市。南朝任昉的《述异

记》云：“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吴越间俗说明珠一斛，贵

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17]

珠市的出现，说明当时政府对珍珠贸易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



民间珍珠贸易日渐兴盛。

隋唐时期，合浦沿海的珠民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采珠经验。唐代刘恂《岭表录

异》言：“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

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如豌豆大者常珠。如弹丸者亦时有

得，径寸照室，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晒干，谓之珠母。容桂人率将烧

之，以荐酒也。肉中有细珠如粟，乃知蚌随小大，胎中有珠。”
[18]

当时的廉州即今广西

北海市和合浦县一带，当地人根据多年的采珠经验，已经将廉州边海的洲岛划为采珠

的重点海域，并且可以在这些海域采集到较大的珍珠。唐代政府对采珠采取官营的措

施，将上好的珍珠直接进贡朝廷，只留下小珠在市场上流通。

五代十国时期，合浦处于南汉的管辖范围。南汉开国皇帝刘陟穷奢极欲，喜爱收

集各地的珍宝，于是“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

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
[19]

。及至后主刘鋠为了一己私欲，置采珠者的生死于不顾，“于

海门镇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于体而没焉，深

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
[20]

，通过这样不恤人命的采珠方法，采珠数量巨大，满足

了统治者的奢侈享受。

宋朝初期废除了媚川都，但是“仍禁民采取。未几，复官取。容州海渚亦产珠，

官置吏掌之”
[21]

。宋太宗赵光义统治期间采珠量非常大。据《文献通考》统计，“自太

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珠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

珠场所采”
[22]

，由此可知当时合浦沿海地区的采珠活动相当频繁，采得的珍珠不但量

大而且质优。宋代采珠官营的政策一直到南宋才稍有放松。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宋高宗“罢廉州贡珠，纵蛋丁自便”
[23]

，合浦等地的珍珠贸易得到了自由发展。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宝货门》中载：“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珠熟之年，

疍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

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蓰，至于不赀。”
[24]

宋代，合浦珠

民所产的珍珠被外来商人以低廉的价格购走，并将这些珍珠划分等级而高价卖入城中。

几经转手之后，价格不断上涨，到了都城开封时，其价格翻了几番，连富豪人家也购

不起了，可见当时合浦珠市招徕客商之远。

3．元明清时期

直到大德元年（1297 年），元朝廷恢复官方采珠，并在延祐四年（1317 年）复置

廉州采珠都提举司，专门管理廉州海域的采珠业。由于元代战争频繁，故采珠业不如

前代繁荣。

明代自洪武以来，采珠业空前繁盛，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下诏采珠以来，



在合浦等海域接连不断地进行采捞。其中，采珠所得最多的一次是在弘治十二年（1499

年），“费银万两，获珠二万八千两”，“广东珠池，率数十年一采”
[25]

。珍珠在贝壳体

内由小到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成，凡是采捞过的地方须停止采捞十几年后才能长成。

弘治十二年（1499 年）采得大量珍珠后，“正德九年又采，嘉靖五年又采，珠甚嫩小，

亦甚少”
[26]

。明代统治者如此频繁地采珠，不但劳民伤财，而且所获得的珍珠也非上

品，往往费钱费力而所获无多。

2015 年，北海市文物局对白龙珍珠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8 处汉唐至明

清时期的文化遗存，将白龙城的建城历史向前推至汉代”
[27]

，同时也说明了白龙一带

采珠的历史源远流长。（图 3-1）

图 3-1 合浦县明代珍珠城遗址（廖国一 摄）

清代合浦的采珠业远不如明代发达，官方采珠活动较少，而民间的采珠活动较为

多见。乾隆时期政权稳定后，官方的采珠活动又悄然兴起。“乾隆十七年（1752 年）试

采一次，自八月中旬到十月底止，用银一千六百余两，采捞的珍珠大小三两多。重一

分的仅有三四颗。乾隆十八年（1753 年）又试采，用银六百余两，采捞的珍珠总共有

一两七八钱，重一分的仅一颗。乾隆十几年（1754 年）大采，自九月起到十月底止，

用了五千多两银子，得珠共二两五钱，重七八厘的有三四颗，重一分的仅有一颗。”
[28]

由于官方三次采珠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只能放弃合浦沿海的采珠活动。清代合浦珍

珠又称“南珠”，已经驰名中外。《广东新语注》卷十五《货语》中说：“合浦珠名曰‘南

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

西珠又不如南珠。”
[29]

这说明合浦珍珠在清代仍然是享誉中外的名品。

（二）采珠方法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少见珍珠采集的方法，只能从杨孚《异物志》的记载

和出土的珍珠中略见端倪。《异物志》云：“乌浒，南蛮之别名，巢居鼻饮，射取羽毛，

割蚌求珠为业。”
[30]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珍珠颗粒较小，可见此时的珍珠应是从浅海捕捞



的珍珠贝中剖取出来的。当大海潮退之时，合浦等地沿海渔民很容易在浅海的海滩之

上捡到珠蚌，剖开珠蚌往往可以发现颗粒较小的珍珠。

三国至唐代的采珠方法未见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但从《岭表录异》中“珠户入池”

“池水极深莫测”及采得的大颗珍珠来看，此时合浦等地的采珠者已经可以潜入深水

中采珠，能够采到大颗的珍珠。五代十国时期，刘鋠专设媚川都采珠，并以系石的方

法令采珠者潜入深水，方法虽有所改进，但溺死者众多，以致百姓怨声载道。

宋代采珠方法有了较大的进步，除沿用潜水采捞之外，还使用了水面吊篮采捞的

方法。蔡绦的《铁围山丛谈》首次详细记录了合浦采珠的方法：“凡采珠必疍人，号曰

疍户丁……采珠弗以时。众咸裹粮会，大艇以十数环池，左右以石悬大縆至海底，名

曰定石。则别以小绳系诸疍腰，疍乃闭气，随大縆直下数十百丈，舍縆而摸取珠母。

曾未移时，然气已迫，则亟撼小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縆上，出辄大叫，

因倒死，久之始苏。下遇天大寒，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许，饮之釂，于是

七窍为出血，久复活。”
[31]

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详细记载了吊篮采捞的方法：“合

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在海中孤岛下，去岸数十里，池深不十丈。疍人没而得蚌，

剖而得珠。取蚌，以长绳系竹篮，携之以没。既拾蚌于篮，则振绳令舟人汲取之，没

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恶鱼，一缕之血浮于水面，舟人恸哭，知其已葬鱼腹也。亦有望

恶鱼而急浮，至伤股断臂者。”
[32]

由此可见，吊篮采捞之法还是需要疍民潜水入海，深

海之中还有可能受到恶鱼的吞噬，采珠之业艰辛异常。然而即使冒着生命危险采珠，

由于疍民“不善为贾，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
[33]

。“黠民”得到

珍珠之后，分品次等级别卖于城中，往往所得数倍不止。《天工开物》记载：“宋朝李

招讨设法以铁为构，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舶两旁，乘

风扬帆而兜取之。”
[34]

宋代已经采用麻绳作网兜采捞珍珠的方法，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

珍珠的渴求。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广海采珠之人，悬縆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

撼其縆，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鼋鼍蛟龙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疍户。疍，音但。

仁宗登极，特旨放免。”
[35]

元代采珠方法与前代相比，并无多大改进，也证明此时采珠

活动较少。

明代采珠业因统治者的欲望而空前兴盛，采珠方法较前代有所改进。宋应星《天

工开物》对明代的采珠方法有较为全面的记载，而且绘有图画，令人一目了然。该书

曰：“疍户采珠，每岁必以三月，时牲杀祭海神，极其虔敬。疍户生啖海腥，入水能视

水色。知蛟龙所在，则不敢侵犯。凡采珠舶，其制视他舟横阔而圆，多载草荐于上。

经过水漩，则掷荐投之，舟乃无恙。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

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



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

出水，煮热毳急覆之，缓则寒栗死。”
[36]

明代采珠户总结了前代的经验，在风浪较小的

农历三月出海，而且通过观察水面及水下状况，避开海中大鱼（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被大鱼（兽）吞食的风险。而且用锡制成空管，为没水者提供氧气，用熟皮包住

耳朵等地方，避免耳膜穿破。这些保护措施相当于早期的潜水装备，为没水采珠者的

安全提供了一些保障。从《天工开物》的绘图来看，当时没水采珠者多为男性，而舟

中接应之人多为女性（图 3-2
[37]

）。疍户采珠的船上放置了一部绞车以放绳和提绳，采

珠者利用锡管和熟皮可以在水中滞留更长的时间，充分说明了古人的智慧。尽管如此，

没水采珠的人还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每次能否幸存上船全凭运气，窒息而死、断手

断脚或葬身鱼腹的采珠者仍不在少数。

图 3-2 没水采珠

由于传统的没水采珠方法有葬身鱼腹的危险，明代采珠户还总结了宋代以麻绳做

网兜采捞珠贝的采珠方法。明叶盛《水东日记》云：“闻永乐初，尚没水取，人多葬沙

鱼（鲨鱼）腹，或止绳系手足存耳。因议以铁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后得今法。木

柱板口，两角坠石，用本地山麻绳绞作兜如囊状，绳系船两傍（旁），惟乘风行舟，兜

重则蚌满，取法无踰（逾）此矣。”
[38]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明代自洪武年间至永乐年

间仍使用前代没水取珠的方法，疍户下水多被海中鲨鱼吞食。永乐以后，先改用铁耙

捞贝，但采捞数量不多。可以说，经过多年的采珠经验总结，疍户采用没水采珠和用

网兜下海采捞珠贝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采珠的危险，同时增加了好珠的产

量。

清代的采珠方法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吴震方《岭南杂记》云：“珠池在廉州

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数十联络，天气晴爽，万里无云，同开至珠池处，以铁物坠

网海底，以铁拔拔蚌，满网举而入舟，舟满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偶或一舟得



宝珠，即有片云如墨，风波陡作，必举而弃之，始免覆溺。然群州之中，不知何舟得

宝，必咸弃之，数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则片板无存矣。其蚌圆而底平，与内蚌不类。”
[39]

疍户用此方法采珠，较之前没水采珠与网兜采珠更为安全，但只能采到一般的珍珠。

合浦海域风平浪静，且有南流江等河流每年不断向海域输送淡水和泥沙，为珍珠

蚌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使合浦沿海采珠业得以长盛不衰。秦汉以后，随着

统治者和贵族对珍珠的需求逐渐增长，合浦地区采珠活动逐渐由民间活动转为官府控

制的行为。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采珠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凭借智慧逐渐改良采珠

方法。采珠方法由原始的捡拾、潜水和没水采捞变为使用网兜、铁耙、锡管等方法，

采珠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合浦珍珠不但是各朝统治者争相竞逐的对象，也是历代海外贸易的奢侈品。合浦

的珍珠贸易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到三国时期合浦有了比较成熟的珠市。

合浦能够长期与海外保持贸易，与长盛不衰的采珠业有密切的关系。虽然采珠过程十

分艰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珍珠贸易促进了南流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总体来说，合浦

珍珠的采集和贸易在促进南流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漕运海盐的崛起

北部湾海域有众多河流汇入，海水含盐量大，再加上地处亚热带，日照时间充足，

具有盐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居住于北部湾沿岸的廉州居民煮海为盐，食盐生产成为廉

州沿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宋代，廉州盐场开始兴起。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廉州设有“白石、英罗、

大廉、石康、平陆”
[40]

等盐场。当时“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鬻三万石，以给本州

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

林州”
[41]

，这些海盐通过南流江转运至广西诸州，可见当时南流江内河航运相当繁忙。

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云：“今日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

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斤两重于东盐，而商人尤艰

之。自改行官卖，运使姚资颐重，实当是任。乃置十万仓于郁林州，官以牛车自廉州

石康仓运盐贮之，庶一水可散诸州。”
[42]

《岭外代答》记载海盐“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

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每年从廉州运往郁林州的海盐至少有十万石，通过牛车

陆运如何满足广西诸州的需求？因此《岭外代答》记载陆运至郁林州之说存疑，可能

是当时贩卖私盐经过的道路，官盐买卖需要经过南流江运往广西各州。

《宋会要辑稿》言：“石康县有小江处，其一泝（溯）流至郁林仓，岁差常运官六

员，客钞多即般盐赴仓，应副静江、藤、容、梧、浔、昭、贺、柳、象、宜、融、郁、

贵十三州支请；其一泝（溯）流至武利场，岁差常运官四员般盐赴仓，应副邕、宾、



横三州博马。今来客钞既就武林仓支请，所纳盐本、般车脚合专置一司。”
[43]

从上述材

料可以看出，宋代廉州盐场的海盐通过船运到达石康仓，然后又经过南流江运往郁林

仓和武利仓。廉州海盐经过南流江、北流江、西江、桂江、浔江、郁江、黔江、左江、

右江运往广西各州，南流江在海盐运输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廉州海盐除运往

广西各州外，还被朝廷征调至邕宁博易场购买马匹。

元代，廉州盐场的海盐仍按照宋代的运输方式运往广西。《元一统志》记载：“南

流大江在州南，去南流县二百步，源自容州北流县凌城乡大容山流出，经本州南门外，

至廉州石康县合浦入海。岁通舟楫，来往海北海南盐课，至南辛仓交卸。”
[44]

明洪武二年（1369 年），明太祖在廉州府城内（今广西合浦县）设置海北盐课提举

司，“所辖盐场十五”
[45]

，分布在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廉州府的盐场包括白

沙场、白石场、西盐场，其中“白沙场在合浦县南去司八十里；白石场在合浦县东南

区司九十里；西盐场在合浦县两，去司一百里，地名白皮”
[46]

。此外，洪武初年在合

浦设置了 3 个盐仓，分别为石康盐仓、白石盐仓和新村盐仓。

明代推行“配户当差”的括户制度，将专门从事食盐生产的人员列入灶籍，世代

沿袭，灶户享有优厚的待遇，“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

本米，引一石”
[47]

。明代廉州府灶户共 873 人，其中白沙场 340 人，白石场 237 人，

西盐白皮城 296 人
[48]

。

明代海盐生产技术以煎、晒为主，廉州府的盐场多以煎为主。煎盐的主要生产工

具是铁盘和篾盘，又称盐盘，江浙一带多使用铁盘煎盐，南海一带的盐场多以篾盘煎

盐。“南海有编竹为者，将竹编成，阔丈深尺，糊以蜃灰，附于釜背，火燃釜底，滚沸，

延及成盐。”
[49]

尽管这种竹质的篾盘不如汀浙一带使用的铁盘耐用，但取材便利，成本

低廉，比铁盘更方便使用。廉州府的海盐产量高，“白石、石康二场岁煮一百五十万斤，

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诸

州”
[50]

，通过南流江将这些海盐送往岭南西部各州县。

晒盐法是中国海盐生产史的重大进步，早在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 年），部分

盐场已经改煎盐为晒盐，到了明代，晒盐技术更加成熟，推广晒盐的盐场得到了扩大。

在海滨预先挖好潮沟，以待海水漫入。在沟旁两侧建造晒池，每当海水灌满沟渠，就

将沟中海水舀入晒池中暴晒，以此得盐。晒盐法省略了煎盐的许多工序，大大降低了

生产成本，提高了食盐的产量。明代钦州和灵山县的灶户属廉州西盐白皮场管辖，“灶

户办盐分生、熟二等”
[51]

，说明明代廉州盐场已经开始使用暴晒生盐的方法。

清代廉州盐业发展繁荣，白石盐场分为东西二场，白石仓通过南流江将海盐运送

至合浦、灵山、郁林、博白、兴业等盐埠。合浦埠“配白石场引运至廉州石康馆，过

秤再用船运抵埠，水路一百七十余里”，灵山埠“配白石场引运至廉州中屯馆，过秤由



陆屋经东需武利抵至埠，水路一百九十里”，郁林埠“配白石场，引海运至乾体港储仓，

复运至县仓，由县仓雇夫挑至埠，水陆路共七百三十余里”，博白埠“配白石场，引海

运至乾体港储仓，复运至县仓，由县仓雇夫挑至埠，水陆路共五百五十里”，兴业埠“配

白石场，引海运至乾体储仓，复运至船步，用牛车运至福绵，再用绞船运埠，水陆路

共五百五十里”。
[52]

自宋代以来，廉州的盐业开始得到了发展，南流江成为廉州海盐散入广西腹地的

通道，沿岸出现了白石仓、石康仓、郁林仓等大型的盐仓，同时南流江水路沿线的博

白、灵山、兴业等县城也因盐埠的兴起而繁盛一时。

三、手工业的繁荣

（一）青铜铸造业

目前，南流江流域及附近地区不少地点出土了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有北流市

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铜甬钟，陆川县和容县分别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铜罍、铜斧，容县和

北流市分别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羊角钮铜钟和铜人首柱形器，兴业县出土的战国铜剑等
[53]

。其中甬钟、铜罍、铜斧、铜剑等青铜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

青铜器基本相似，应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而羊角钮铜钟、铜人首柱形器等具有明显

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的器物，应是本地所铸。目前，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在南流

江中上游地区出土，而在下游的合浦地区少有发现，合浦地区发现较多的是西汉时期

的青铜器。这也说明中原青铜文化是顺着南流江从北向南传播的。

图 3-3 铜石岭冶铜遗址

汉代，南流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汉书·地理志》中言粤地“多

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54]

。《旧唐书·地理

志》亦云：“汉交州合浦郡内有铜山。”
[55]

汉代至唐代冶铜遗址位于北流市民安镇兴上

村上良组境内。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汉代合浦郡临允县（今属北流）有铜山，南



越王赵陀曾在此铸铜。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调查证实了该书记载无误。铜石岭冶铜遗址

主要分布在大铜石岭、小铜石岭、会岭台和大铜石岭、小铜石岭之间的沿河山坡，面

积 4 平方千米（图 3-3
[56]

）。1977 年和 1978 年，考占部门先后进行了 2 次试掘，发现

古代炼炉 14 座、排水沟 2 条、灰坑 9 个，还发现化铜池、铜锭、陶风管、木炭等遗迹、

遗物。该遗址与汉代北流型铜鼓的铸造有密切关系。
[57]

汉代北流铜石岭铸铜遗址及南流江流域北流、陆川、博白等地北流型铜鼓等青铜

器的发现
[58]

，进一步说明了两汉时期南流江流域青铜铸造业的兴盛。

汉代南流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合浦，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良。合

浦西汉中晚期汉墓出土文物以铜器居多，如合浦望牛岭西汉木椁墓出土铜器 300 多件，

包括铜凤灯、镫、铜博山炉、鼎、鐎壶、小釜、锅、魁、方匜、碗、高足杯、提梁壶、

长颈壶、提梁扁壶、提梁钫、奁、鉴、鋗、盆、人形足铜盘、熊形足铜盘、灶、山兽

镇、勺、鎏金四叶形泡钉、铺首环、屋、井、臼、杵、车戟、铜钱等
[59]

；堂排汉墓出

土铜器 40 多件，包括鼎、壶、簋、盒、钵、奁、鐎壶、鍪、锅、甗、熏炉、灯、镜、

带钩、剑、矛、车戟、弩机、铺首、钱币等
[60]

，可能与西汉的厚葬风俗有关。东汉至

三国时期，合浦墓葬出土的铜器逐渐减少，但仍有发现。合浦墓葬中出土的博山炉、

鼎、钫、壶、扁壶、盆、匜、镜、带钩等是中原输入的，但大部分陪葬品是本地生产

的，如羊角钮钟、模型明器、越式鼎、灯等，代表了当时南流江流域青铜冶铸技术的

最高水平。

1.合浦县风门岭 M26 出土铜牛 2.合浦县风门岭 M26 出土铜马

图 3-4 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器

有专家认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青铜铸造主要沿用先秦时期的范铸法，并已发

展到多种形式，有浑铸法、分铸法、铸接法和补铸附件法。”
[61]

南流江流域青铜铸造也

是采用多种形式的铸法，主要有浑铸法、铸接法、分铸法等工艺，从考古实物资料中

可得到证明。如浦北出土的羊角钮钟即采用浑铸法，其器体表面有一道明显的合范痕，

使用的应是二分法。而合浦风门岭汉墓 M26 出土的铜牛，则采用失蜡法浇铸，其“实

心足，腹空，存内范，耳部为分铸后插上，其余部位为一次铸成”
[62]

；风门岭汉墓的



铜马“分头、身、尾、四腿等七段，各自铸造后装配而成，装配的接头为子母口，无

铆孔”
[63]

（图 3-4
[64]

）；铜五枝灯“灯盏方向可调节，底部有套筒套入枝头”
[65]

，显然

使用了铆接工艺和套接工艺等辅助工艺。

青铜器铸造巧妙的还有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出土的铜凤灯（图 3-5
[66]

）。铜凤灯背

部有一圆孔，可以放置长柄灯盏。风口呈喇叭形，形成灯罩，垂直对准灯盏蜡锥柱上

方。凤颈以两段套管衔接，方便转动和拆卸，可冲洗体内烟尘。凤口与颈部及腹相通，

腹虚可以贮水。当灯盏点燃时，烟灰经凤口进入颈部，再由颈部导入腹中，最后溶于

水中。其高超的环保理念再现了汉代工匠的独运匠心，确实制作巧妙。

图 3-5 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出土铜凤灯

除了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有所创新。西汉中期以后，合浦兴起

一种錾刻花纹工艺，即在青铜器的表面錾刻精致细密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纹样，使器

物显得华丽精美。如合浦望牛岭 1 号墓出土的三足盘(图 3-6
[67]

），“盘内细刻四叶纹，

四叶之间刻二鹿二凤，外围刻划双重菱形纹带，两圈菱形纹之间刻菱形锦纹，内壁刻

锯齿纹，口沿刻回纹带”
[68]

，是当时手工艺品的典范之作。菱形回纹是工匠用钢刀一

刀一刀刻划出的，锯齿纹则使用刃部长短不同的钢凿錾刻而成。这种錾刻工艺流行于

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达到鼎盛，体现了南流江流域工匠高超

的技艺。

图 3-6 合浦县望牛岭 1号墓出土三足盘



汉唐时期，铜鼓风行于南流江流域。目前，合浦、浦北、博白等地区均有铜鼓的

发现，包括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如博白江宁村绿屋屯和城厢镇新仲村出土的 2

面铜鼓鼓面边沿不下折，环耳，鼓面三弦分晕，晕圈间距相等或分宽窄，以云雷纹为

主，属北流型铜鼓，年代大致为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
[69]

（图 3-7
[70]

）。

1.江宁村绿屋屯出土的铜鼓 2.城厢镇新仲村出土的铜鼓

图 3-7 博白出土的铜鼓

浦北县张黄镇出土的铜鼓“鼓面沿逆时针方向环列三足蛙 6 个，鼓面正中太阳纹

十芒，芒间饰席纹和同心圆纹，双弦分晕，各晕花纹图案包括同心圆纹、变形羽人纹、

兽形纹、虫纹、席纹、四出钱纹、蝉纹（图 3-8
[71]

）。鼓身纹饰为双弦分 21 晕，花纹图

案为四出钱纹、虫纹、同心圆纹、席纹、变形羽人纹、蝉纹。鼓胸腰间有辫纹扁耳两

对”
[72]

，其年代上限为汉代，下限到唐代。铜鼓的铸造方法是将泥范合铸法和失蜡法

相结合，往往用泥型做鼓身，用蜡型做鼓耳和各种动物塑像，以中心顶注式浇注法浇

注。“铜鼓的装饰花纹制作方法也灵活多样，常用雕刻法、滚压法、印痕法制作各种精

美的几何图案和生动的画面。”
[73]

1.四出钱纹、蝉纹 2.变形羽人纹 3.兽形纹

图 3-8 浦北县张黄镇出土的铜鼓纹饰

汉唐期间南流江流域青铜冶铸业不断发展，其铸造工艺、辅助工艺和装饰工艺都

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些精致的青铜制品的出现，从侧面说明了南流江流域内经济

社会发展的迅速。

（二）陶瓷制造业

南流江流域的陶瓷手工业发展历史悠久，目前合浦、浦北、玉林、兴业、博白等

沿岸地区均有陶窑、瓷窑遗址发现，包括合浦汉代草鞋村遗址、博白江宁窑遗址、玉



林古城窑遗址等。这些遗址出土的精致的陶瓷制品，从侧面说明了南流江流域内经济

社会发展的迅速。

1．汉代制陶作坊

合浦草鞋村遗址西临南流江支流西门江，在第二期和第三期遗迹中发现汉代手工

制陶作坊区，当时它主要为附近的城市提供建筑材料和生活器具。“第二期遗迹分布包

括沟、作坊池、房址、囤泥坑和井等”
[74]

，此时未发现留有柱洞的工作坑，可能还处

于手制陶坯的工艺状态。“第三期遗迹主要有成组的作坊池、工作坑、房址、沟、台、

井等”
[75]

，这些水沟、作坊池、囤泥坑、水井、平台俨然反映了取泥、炼泥、制坯等

一系列制陶流程。将制陶原料白膏泥（该地盛产此泥，人称白泥湾）投入作坊池加水

搅动，使草根、螺壳上浮，沙子下沉，中层为白膏泥浆；接着是囤泥，把白膏泥引入

囤泥坑，筛出杂物使膏泥成为制陶原料并放入贮泥坑；然后是拉坯，将膏泥搬入工作

坑中（少数工作坑中有 1 或 4 个圆形柱洞，柱洞可能用于立柱，上承轮盘或工作台
[76]

），

工匠在转盘上制坯。

草鞋村遗址出土了筒瓦、板瓦、瓦当、砖、井圈、陶箅、无系罐、双系罐、四系

罐、钵、碗、盆、釜、器盖、案、灯、支座、陶拍、纺轮、网坠、垫饼等。从陶器的

用途来看，草鞋村遗址生产的陶器主要为建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用器具。

图 3-9 陶俑

西汉后期，合浦墓葬开始出现大量专供陪葬使用的明器，除鸡、鸭、鹅、猪、狗、

牛、羊等家畜模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陶俑（图 3-9
[77]

）、陶屋、仓、井、灶、灯等。

此时陶塑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 1975 年合浦堂排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陶胡人舞俑“头

戴花冠，博衣大袖，领口和袖口刻划有花，右手挥袖于背后，左手提袖于胸前，作蹬



踏起舞状”
[78]

，神态逼真、生动形象。汉代南流江流域的制陶技术得到了整体的提高。

陶器坯胎由早期的手制进入采用轮制的工艺，提高了生产的速度和产品的质量，满足

了大量用陶的需求。

2．南朝至唐时期制陶窑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考古工作人员在博白马门滩遗址南部靠近南流江被称

作“瓦窑田”的地方发现三座馒头形窑，它们沿江呈半环状分布，自南流江东侧开始

依次编号为 Yl、Y2、Y3。“其中 Yl 和 Y3 形制相同，底部为土筑，以上用砖结砌，叠涩

收分。Y3 后部露出田坎外，长 4.1 米，砖见五层，长 0.4 米，厚 0.06 米，外侧呈弧形。

窑外堆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扰土层，厚约 0.47 米；第二层为文化层，厚约 0.5 米，

有较多瓦片发现；第三层为红黄色生土层。Y2 为土筑，顶部已塌陷，露出部分窑口。”
[79]

遗址地表随处可见陶片和瓦片。采集的瓦片有灰色和红色两种，多为素面板瓦，

烧制温度较高，瓦头见弦纹，里饰布纹。另外，还发现小圈足、饼足器底及青花瓷片

等。

在马门滩采集的板瓦厚度不一、形制多样，其中最厚的板瓦同玉林茂林古城南朝

瓦片厚度、形制相若，另外唐宋时期的饼足、小圈足器底较多。从马门滩馒头窑的形

制结构和窑外堆积层发现的瓦片判断该窑的年代大致为南朝。
[80]

从窑址采集到的瓦片、

小圈足底、饼足底、青花瓷片可以得知该窑址使用时间较长，应该是从南朝一直沿用

到明清时期。该窑南朝时期可能是为附近的城市烧造建筑材料，唐宋以后则可能是为

当地居民烧造生活用具。

江宁窑址位于江宁镇木旺村，共发现三座馒头形窑。三座窑呈弧状分布，从东至

西依次编号为 Yl、Y2、Y3。“其中 Yl 窑体遭破坏，残存一半，从断截面可知窑体下部

用土、上部用砖结砌。Y2 位于半山腰，顶部已被破坏，露出窑口部分，从残存部分观

察，应为土筑。Y3 破坏严重，形制同 Y2。”
[81]

江宁发现的三座馒头窑形制结构与马门

滩窑形制相近，但采集到的瓦片较马门滩窑薄，里布纹较细小，初步判断窑址年代大

致为唐代。窑址附近人类活动频繁，遭到了严重破坏，仅采集到瓦片，故无法判断窑

址烧造年代的下限。从采集到的瓦片来看，当时江宁窑主要为城市提供建筑材料。

3．宋代瓷窑

2016 年，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铁元神等在玉林市成均镇古城村发现了一处宋代青

瓷窑遗址，并将其暂定名为古城窑。“古城窑东临车陂江（古定川江），属南流江支流，

由于窑址之上建有村落，不便开挖探查，无法全面调查窑场的面积、烧造规模和窑床

的数量，只在民居附近采集到一些青瓷片和窑具。”
[82]

青瓷片包括碗底、罐子口沿和器



底，其中碗底内壁施满青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具有明显的北宋青瓷特点。从采集的

青瓷片来看，当时古城窑主要生产碗、罐等生活用具以满足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窑

具包括支钉圈、垫环、匣钵和匣钵盖，其中匣钵和匣钵盖均为泥质夹砂粗胎。从采集

到的窑具标本（支钉圈、垫环、匣钵等）并结合青瓷碗底内心留有的支钉痕来看，古

城窑所采用的是筒形匣钵叠烧法。即将盘、碗依下大上小的顺序叠装，盘、碗之间放

置支钉圈作间隔，避免粘连，然后置于筒形匣钵之中。用湿泥垫环将最底部的碗足固

定在匣钵中心保持稳定。（图 3-10）
[83]

1.古城窑发现的碗底 2.古城窑发现的窑具

图 3-10 古城窑瓷器

由于窑址不便发掘，古城窑具体规模暂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流江流域在

宋代已具备烧造青瓷的技术。

兴业县新村发现宋朝青瓷器窑址，占地约 2400 平方米，遗迹发现有灰坑、柱洞，

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片。从古窑址的形制和烧造技术来看，该窑址创烧于北宋中期。
[84]

常乐缸瓦窑西临南流江，窑口正对江边。北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戈于 1999 年到

常乐考察发现该窑址，因该窑靠近常乐圩镇，故名常乐缸瓦窑。窑址现存两条斜坡式

龙窑，每条长约 40 米，一条已停烧多年，被草木覆盖，陶瓷片俯拾皆是。另外一条似

在古窑的基础上修造窑床，停烧大约 20 年。两窑口周围废品堆积层较厚，产品烧制火

候高，多为厚重粗瓷，器物内外大多施酱色釉。烧造的器物有瓮、碎、盆、沙煲、猪

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质粗糙，含铁量高，呈褐色，坚硬。产品的胎质、釉色、

品种与红坎窑相似。
[85]

常乐缸瓦窑创烧于宋代，沿用至明清时期，现存龙窑长约 40 米，

是南流江沿岸规模较大的窑口。

4．明清时期瓷窑生产

豹狸缸瓦窑位于合浦县石康镇武利江边，距缸瓦窑约 700 米。顺武利江可直通南

流江，水上运输便利。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罐、缸、碎、盆、壶、磨碎等日用陶瓷。

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资料可知，该窑包高约 7 米、长约 60 米，为龙窑，窑址周围有大

量陶瓷残片。
[86]

综上可知，西汉时期，以合浦、玉林等地为中心的南流江流域制陶业已初具规模，

南朝至唐代，规模逐步扩大。此后，南流江沿岸陶瓷手工业烧造技术不断提高，规模



逐渐扩大，在宋代达到顶峰，合浦、兴业、玉林等南流江流域均出现了宋代瓷窑。陶

瓷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商品，目前在南流江流域内发现的窑址以唐宋时期

居多，而且同一时期北流江流域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其中宋代的青白

瓷窑址是广西宋代瓷窑的重要组成部分。沿北流江而下依次有岭洞窑、仓田窑、碗窑、

村窑、大荣窑、容县城关窑、大化窑、藤县中和窑和岑溪南渡窑等。
[87]

正是海上丝绸

之路发展了对外贸易，扩大了南流江和北流江流域陶瓷业的市场，两个流域的陶瓷业

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高峰。明清时期瓷窑仍有烧制，但规模不如宋代。

（三）冶铁业

冶铁业对军事、民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宋时期，随着中原人口的南迁，南流

江流域的冶铁技术得到了开发，铁器开始广泛使用。代表性遗址兴业县绿鸦冶铁场由

此兴盛。绿鸦冶铁场分布在龙安镇一带，面积大约 20 平方千米。广西考古工作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绿鸦冶铁遗址做过初步普查，遗址内散布有大量的铁渣、砂铁矿以及鼓

风管、陶泥范等残件，存少量炼炉，文化堆积层厚 1～5 米，铁渣堆积成小山状。考古

工作者根据出土瓷片的材质、纹饰等特征判定绿鸦冶铁遗址始炼于唐代、盛于宋代、

衰于明代。

绿鸦冶铁场所产的生铁运往广东韶州岑水场，《舆地纪胜》云：“绿鸦场在南流县，

岁收铁六万四千七百斤，往韶州涔水场库交。”
[88]

兴业县因绿鸦冶铁场声名远扬，被称

为铁城。《四库提要辩证》言：“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在旧兴业县南，古称铁城。蔡绦

以坐父京累，贬白州，尝游于此，作《铁围山丛谈》。”
[89]

绿鸦冶铁场所生产的生铁除供应岑水场外，也为当地铸造铁钱提供原料。1989 年

8 月，玉林市政府大院在基建动工时发现一大堆已熔化锈蚀的钱币及范模。玉林市博物

馆曾到工地采集了一大块熔化锈结物存放于馆内。1998 年 9 月玉林市博物馆的李义凡

先生在拍摄馆藏文物标本照片时，对标本进行了冲洗辨认，发现标本为夹有砂泥的层

叠铜钱、铁钱及范模，重约 7.5 千克。
[90]

目前可辨认的铜钱有“皇宋通宝”和“至和

元宝”2 种，其余因锈蚀严重无法辨认。范模因被泥土黏结，大多数无法辨认，仅可辨

认表层的少量范模。“如范模‘大观通宝’径 27 毫米，阴文‘大’及‘宝’字清晰可

见，‘观’及‘通’则仅可辨形；篆书阴文‘政和通宝’，字迹清楚，径 28（毫米）、穿

8 毫米，厚则不足 1 毫米，穿孔部位金属尚存并凸起约 2 毫米。另有多枚阴文钱范无法

辨认钱文。”
[91]

从上可知，郁林州铸钱院以铁钱铸造为主，从出土的铁钱数量可知当时

铸钱不在少数，是南流江流域商贸发展的具体表现。

明代绿鸦冶铁场所产的生铁已明显不足，仅能供当地居民用以铸造锅、锹、锄、

铲、耙、叉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明一统志》云，“绿鸦山在郁林州西北三十五



里，州人于此淘取青黄泥炼成铁、铸为锅”
[92]

，这与考古工作者对绿鸦冶铁场的推断

相吻合，说明明代绿鸦冶铁场已经走向衰落。

（四）纺织业

南流江流域地区纺织业的出现始于汉代，“合浦风门岭 M26 的棺底出土有麻织物”
[93]

。至于这些纺织物的原料，杨孚的《异物志》记载，“芭蕉……其茎如芋，取锅煮之

为丝，可纺绩”
[94]

，说明在东汉岭南地区的人们会用煮的方法从芭蕉茎叶中提取纺织

原料。宋代廉州开始普遍种植棉花，生产的棉布种类丰富。《岭外代答》云：“雷、化、

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

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
[95]

明代以后，全国普遍种植棉花，棉布取代了麻

布的地位，成为平民百姓衣着之物。

明清时期，民众喜用蓝靛染色，随着植棉和棉织的发展，蓝靛成为制作布衣不可

缺少的一种原料，南流江沿岸的蓝靛种植和制作开始见于记载。根据玉林市博物馆的

李义凡调查，南流江流域的蓝靛制作（以下简称“制蓝”）遗址主要分布在玉林市玉州

区、福绵区、兴业县和博白县。目前发现有相思岭、梅子冲、圳背、木赖垌、竹山、

古龙、包肚塘、石律、大岭田、樟木江、上安塘、白沙、新里、屋脊冲、马村垌等 15

处制蓝池遗址，可见当时蓝靛制作的兴盛。李义凡先生发现，遗址多分布于山区斜坡

地带，少数处于平地田垌之间，附近有小河和溪流经过。根据地势的自然坡度设置制

蓝池，制蓝池通过设置水孔以进水和排水。“池分大中小三种，大池直径都在 200 厘米

以上，可装蓝草 500 至 800 斤，中池一般为 130～190 厘米，可装蓝草 360 至 500 斤，

小池直径在 100 厘米左右。”
[96]

制蓝所用的原料为蓝草，包括大蓝和槐蓝 2 种。其制作

过程包括割、浸、拌 3 道工序，割就是割蓝草，浸即将蓝草放入水池中浸泡，拌就是

用工具搅拌使蓝草混合均匀。拌匀之后的蓝草就成为蓝靛液，每百斤蓝靛液加入石灰

浆 3 斤，沉淀一昼夜，通过排水孔排水，剩下的沉淀物即是蓝靛。

南流江流域生产的蓝靛除了少部分自用，大多数对外销售。分为南下和东进两条

路线，南下即沿南流江运至合浦再通过海运或河运运往他处，玉林大岭田、樟木江、

石龙、古龙等地生产的蓝靛都通过福绵船埠运往合浦。
[97]

四、流域内商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出现

汉代以来，随着合浦采珠业的兴起和沿岸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南流江流域的商品

经济日渐活跃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南流江沿岸城市的建设，目前在合浦、浦

北、博白、兴业等地区发现了汉代至宋代的城址，是南流江航运发展的具体表现。

（一）钱币的出现和流通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来看，南流江流域内的古代钱币主要发现于墓葬、



河流中。上至两汉时期、下至明清时期的钱币均有发现。这些钱币包括铜钱、金币、

金饼、铁钱等，多为用于贸易活动的钱币，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南流江流域经济发展的

状况。

合浦作为南流江的出海口，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成为当时重要的港口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合浦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五铢钱，便是当地贸易繁荣和经

济发展的证明。西汉中晚期以来，合浦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钱币，与当时合浦地区经

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珠业的兴起息息相关，说明合浦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流对当地的货

币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1 年在合浦县望牛岭发掘的西汉晚期木椁墓中出土五铢

钱（图 3-11）200 枚，金饼 2 件
[98]

。五铢钱形制有三种，第一种廓径 2.5 厘米，穿孔

宽 0.9 厘米，“五”字中间两画较直，“金”字四点较短，“朱”字头方折，应为武帝时

期所铸；第二种廓径 2.5 厘米，穿孔宽 0.9 厘米，穿上有廓，重 3.5 克，“五”字中间

相交的两画内收，“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方折，应为宣帝时期铸造的；第三种

特点和第二种基本相同，但相对较小，廓径 1.2 厘米，穿孔宽 0.4 厘米，重 0.7 克，

相当于大钱重量的五分之一，应为元帝时期铸造的。
[99]

总体来说，合浦汉墓出土了不

少的汉代钱币，合浦爆竹厂一座西汉晚期墓出土汉代五铢钱 800 多枚，合浦盐堆的一

座西汉晚期墓出土五铢钱达七八千枚之多
[100]

。

1.武帝时期的五铢钱 2.宣帝时期的五铢钱

图 3-11 合浦汉墓出土的五铢钱

1.“阮”字金饼 2.“大”字金饼

图 3-12 合浦汉墓出土的金饼

黄金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之一，合浦西汉木椁墓之中出土的 2 枚金饼

(图 3-12
[101]

)，很有可能用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合浦县望牛岭发掘的西汉晚期木椁墓

出土的金饼为圆形凹心，一刻“阮”字，在“阮”字上方细刻一“位”字，直径 6.5



厘米，重 247 克；一刻“大”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二字，直径 6.3 厘米，

重 249 克
[102]

。金饼的出土不但说明墓主的身份尊贵，可能是当时的合浦太守，同时也

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商品交易数额巨大。目前岭南地区一共出土 6

枚金饼，其中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二号西汉早期墓葬出土金饼 1 枚，合浦望牛岭

一号西汉墓出土金饼 2 枚，广州铸管厂 151 号东汉早期墓出土金饼 1 枚，贵县东汉墓

出土鎏金饼 1 枚，广东德庆大辽山二号东汉墓出土鎏金饼 1 枚。这 2 枚鎏金饼均为铜

质，通体鎏金，形状为圆饼形。
[103]

从这些金饼出土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和内河

码头——合浦、广州、贵港，说明当时当地的商贸繁荣，社会经济发达。

1979 年在博白南流江大桥以下约 500 米的河滩上出土一批五铢钱，据说这批钱币

出土时装于一个陶罐中，且被埋在岸边的坡地上。这批钱币重 8 千克有余，有些锈结

严重，难以分解。整理发现完整的钱币有 2400 多枚，枚重 2.3 克左右。博白县博物馆

的林燕认为从钱文和形制来分析，这批窖藏五铢钱的年代应属东汉前期。
[104]

窖藏东汉

五铢钱的发现，说明至少在东汉时期，南流江流域博白段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

发展。

南流江流域货泉和大泉五十等钱币主要发现在墓葬中。如九只岭汉墓 M5 出土 50

枚大泉五十，正方形穿孔，直径为 2.5～2.7 厘米
[105]

，这些铜钱的边廓大都锋利，是

尚未流通的新钱。丰（应为“风”，下同）门岭汉墓出土大泉五十 95 枚，有 66 枚直径

为 2.55 厘米，有 29 枚直径为 2.3 厘米；出土货泉 10 枚，直径为 2.2 厘米
[106]

（图 3-13）。

从数量上来看，大泉五十等王莽时期的钱币的数量远远不及五铢钱，说明当时五铢钱

是南流江流域流通使用的主要货币。

1.合浦九只岭M5大泉五十拓本
[107]

2.合浦丰门岭M10大泉五十拓本
[108]

3.合浦丰门岭M10货泉拓本
[109]

图 3-13 合浦东汉墓出土的钱币拓本

三国时期南流江流域钱币的发现集中在合浦的三国时期墓葬中，如合浦县岭脚村

三国墓出土钱币近百枚，出土时部分成串，可见绢布包裹的痕迹，部分散叠在一起，

大多锈蚀粘结，能辨认的不多，可辨认的有“半两”“五铢”“货泉”三种，且“五铢”

大多是剪轮五铢
[110]

；在“合浦公务员小区一期 M8a、M8b、M11a 及李屋村 M3、罗屋村

M6 等三国墓各出土铜钱 1 串，共 271 枚钱币，均为五铢钱”
[111]

。合浦公务员小区三国

墓出土的五铢钱可以分为两种形制，I 式“五”字交笔呈两个对头炮弹形状，“铢”字



金头似等边三角形，四点较短；Ⅱ式“五”字亦呈对头炮弹形，不过“铢”字金头四

点较长。两种五铢可能是宣帝后期所铸的五铢钱。从钱币的形制和重量来看，南流江

沿岸汉晋时期钱币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是南流江流域与中原地区商贸往来的明证。

南流江流域发现的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钱币有不少出自南流江。一是 1994 年一位淘

沙公在玉林城区南江桥下游的河段用抽水机抽沙时，随沙抽上古钱币 73 枚；二是一位

钱币爱好者从 1999 年起，经数年淘挖，在玉林城区云龙桥附近的河床淘到古钱币 583

枚。这两批古钱币计有汉代钱币 11 枚，唐代钱币 22 枚，宋代钱币 189 枚，明代钱币

30 枚，清代钱币 374 枚，中华民国时期钱币 24 枚。
[112]

历代钱币在南流江均有发现，

说明自汉代以来，南流江沿岸的商品经济就得到了发展。从钱币发现的数量来看，尤

其以宋代和清代最为繁荣，这可能与当时食盐的运输以及蓝靛的制作息息相关。在以

航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南流江成为玉林、合浦等地沟通广西、中原乃至世界的

重要桥梁，在促进南流江流域经济繁荣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南流江流域使用的钱币均以中原地区流入的钱币为主，而在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南西路户部曾上疏建议在南流江沿岸设置郁林和廉州

两个钱监，充分说明当时南流江商业的繁荣。《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七年（1092

年）正月庚子，户部上疏言，“广南西路转运司奏，本路融、柳、郁林、廉、邕等州及

邻近全州、灌阳县各产铁甚多，已依陕西等路条例鼓铸铁折二钱，与本路铜钱兼行”，

“欲令广西转运司先且踏逐拘收本路出铁坑冶，召人采纳，如可鼓铸，选官并工铸大

钱，及一十万贯，令与铜钱兼行，惟得于本州行使，向去民间铁钱渐广，即具实开奏，

立定铜钱铁钱并行分数法”。
[113]

前文提及的兴业绿鸦冶铁场及玉林市政府大院铁钱的

出土与广南西路奏请开铸铁钱的时间相吻合，说明当时宋朝政府在郁林设置钱监、铸

造铁钱是毋庸置疑的。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尚未发现铁钱铸造的遗迹，不能确定当

地是否设置钱监，但从上疏的内容来看，当时南流江沿岸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也需要设监铸钱。

（二）商品的流通

商品的流通即货物的交换。汉代南流江流域商品的流通以合浦最具代表性，一方

面，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有剩余的产品出售；另一方面，由于南流江水陆

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以及商人的往来，南流江流域尤其是合浦港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西汉后期，中央集权的力量逐渐衰落，民间商业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而贩运性商业，特别是为官僚、地主提供服务的贩买贩卖商业在此时得到快

速发展。
[114]

汉代合浦的采珠业正是在这种活跃的商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前文提到汉

成帝时王章妻子被发配至合浦，待获释返还京城之时已有数百万的家产，可见当时合



浦珍珠获利的丰厚程度。此外，合浦汉墓中出土竹算筹 9 根，直径 0.23 厘米，长 13.8

厘米。竹算筹为汉代计算工具
[115]

，算筹的出现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从侧面

说明了合浦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合浦汉墓中还发现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具有外来因素的文物，应是

与海外进行贸易的商品。（详细分析见本书第四章）

东汉至南朝时期，南流江流域的商品流通仍以合浦珍珠为主，但此时合浦地区的

采珠业属官方经营，采珠者及当地居民并未从珍珠贩卖之中获得较大的利润。唐宋以

来，随着廉州盐业的兴起和郁林州农业的发展，两地之间逐渐形成了“东盐西运”和

“西米东输”的商品流通模式，这种商品的贸易一直持续到清代。

值得注意的是，南流江流域的商品流通从西汉晚期开始才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

至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商品贸易体系。钱币与商品的流通关联密切，从合

浦地区汉墓出土钱币的年代可以发现，钱币的种类和数量在东汉墓葬之中更为丰富。

珍珠作为合浦地区利润丰厚的商品，其贸易长盛不衰，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的对象。

另外，廉州的盐业和郁林州的纺织业是明清时期南流江流域商品流通的主要产业，在

南流江航运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三）城市的出现

河流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关系至为密切，河流两岸是人类生息繁衍最为理想的地

方。“古代城市和港埠所在，一般都是水路交通便利的地方。可以说，古代城市都会和

港埠的勃兴，完全是交通便利的结果。”
[116]

南流江交通便利，沿岸地区至少自新石器

时代开始就已经有人类的活动。位于南流江上游的玉林市区、兴业县等地相继出土了

石锛、石铲等石器，位于南流江下游的合浦也有石器、青铜碎片发现，说明在新石器

时代南流江流域形成了原始聚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开始纳入国家版图，政府开始

在南流江等交通便利的地区设置郡县治所，加以经营。汉代至唐宋，南流江沿岸均有

城址发现，如汉代合浦的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南朝浦北的越州故城，唐宋时期的

廉州古城和博白的三滩古城、浪平古城、亚山古城等。这些城市都分布在南流江沿岸，

城址的性质以郡县治所为主，兼有军事城堡。在此基础上，南流江流域开始形成了城

市群，这些城市不但是当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全国各地的商人

通过南流江来往于这些城市之间，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从上文对南流江流域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的分析来看，两汉至三国时期，南流江流域主要以合浦境内的城市为中心，

南朝时期浦北和博白地区的城市开始有所发展，唐宋以后南流江沿岸出现了不少城市，

这与南流江航运的发展及沿岸商业贸易的繁荣密不可分。



1．汉代城市

汉代的城市主要设置于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包括宫室、官署、军事城堡三大类

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位于南流江出海口的合浦成为合浦郡的政治中心和经

济中心，是岭南地区与海外贸易的集散之地。

(1)大浪古城

图 3-14 大浪古城示意图

图 3-15 大浪古城码头

大浪古城址位于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西临南流江支流西门江。“城址平面呈正方

形，边长约 218 米。西面凭依古河道，其余三面为护城河环绕，并与古河道相通，城

垣和护城河清晰可见。西城墙的南半部和南城墙几乎被破坏殆尽，仅东、北城墙保存

较好，残宽 5～20 米、残高 1～3 米。”
[117]

城址发现的遗迹以柱洞和灰坑等建筑遗迹为

主，出土遗物包括格纹、米字纹、水波纹、席纹等纹饰的陶片和石器等，发掘者认为

其年代为西汉中期，但是最近学者们经过讨论初步确定该遗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118]

。



遗址位于石湾镇东南的江流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开阔，东北方向约 1.5 千米为南流

江入海第一支流——周江（又名州江、西门江）与主干的分水口，西面约 250 米为周

江，东至南面为广阔田野。如图 3-14
[119]

、图 3-15
[120]

所示，城址西门外为码头，为当

时停靠船只和装卸货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说明了南流江航运是大浪古城发展的

重要因素。

(2)草鞋村遗址

草鞋村遗址位于南流江三角洲草鞋村西侧的一座小岭上，西临南流江支流西门江。

“城址周长 1300 米，东、南、北三面城墙较平直，有护城河环绕，并与西门江相通。”
[121]

遗址内分布有制陶作坊区、房址、水井、水沟等，出土器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

石器等。其中陶器可分为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如板瓦、筒瓦、瓦当、砖、箅、罐、

钵、碗等。铜器包括铜镦、铜镞、五铢钱等。铁器包括铁矛和铁钉。石器有石拍、砺

石、石饼、石斧、滑石暖炉、滑石釜、滑石碗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考古工作者根

据目前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材料分析，认为草鞋村遗址年代上限为西汉晚期，下限为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草鞋村遗址周围 1000 米的范围内的大量汉墓，如望牛岭汉墓、

风门岭汉墓、母猪岭汉墓等，是合浦地区发展繁盛时期的代表。其中出土的大量精美

器物，既有从海外流入的水晶、琥珀、波斯陶器等，也有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汉式鼎、

壶、铜镜等。正是通畅的南流江航运和海外交通的天然良港，说明合浦在西汉晚期便

成为与中原地区及海外商贸的港口城市。

2．南朝至唐宋时期城市

南朝时期，由于全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交州屡次起兵，意图蚕食岭南地

区。因此南朝统治者将南流江的政治中心迁移至今广西浦北县一带，建立了以军事功

能为主的越州城。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南流江发挥了内河航运的功能，在流

域内兴起了以交通、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

(1)越州故城遗址

越州故城遗址位于浦北县城南约 65 千米的石埇镇仰天窝村附近的南流江畔。南朝

宋元徽二年（474 年）越州刺史陈绍伯始建，废于隋，前后延续约 140 年，到南齐末发

展为二十郡五十五县，辖地东至茂名，南至雷州半岛，西至北仑河畔，北至容县一带。

城址平面呈“回’字形，由内城、外城构成，占地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周长 2028 米。

地势北高南低，四周由山岭构成天然轮廓。建城时凿山为门，挖护城河之土，取之依

山筑城墙。现存城墙最高处 14 米，其余均高 3 米；城基最宽处 16 米，一般宽 8～9 米。

城分外墙和内墙，均为土墙，城墙基址保存完好，夯筑遗迹明显。
[122]

2019 年 10 月，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联合对越州故城城址进行发掘，揭开了越州故



城的神秘面纱。越州城坐北朝南，依山而筑，地势北高南低，南面有河道直通南流江。

其中外城平面近半椭圆形，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南部城墙相对较直，北面弧折，

城墙外围有城壕环绕，西城墙每隔百米依稀有凸出的马面。内城位于城址西部，平面

呈长方形，地势较高，可观测全局。内有墙与外城相隔，外有壕沟险阻。该城地处今

浦北、合浦、博白三县交界一带地区，城内有城，城外有沟，选址理念凸显，防卫意

图明显。城址虽历经风雨，但基本结构仍相对清晰，规模和布局在岭南地区均为罕见。

出土遗物包括大量陶质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铁器、青铜器等，建筑构件包括筒瓦、

板瓦、瓦当和砖，以残片居多，完整的较少。瓦当根据纹饰可划分为人面纹瓦当、兽

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三种。陶器以硬陶为主，少数表面有陶衣，器型有罐、碗、钵、

盏、环等，以素而为主，少量装饰水波纹。瓷器以青黄釉为主，器型主要为罐、碗，

表面偶见莲花纹。出土的铁器锈蚀严重，除个别可辨认出为刀、凿的样式之外，余皆

不可辨认。铜器则只发现一件铜片。
[123]

城址的西墙每隔百米依稀有凸出的马面，城内发现铁刀，说明当时越州城具有军

事功能。越州西面为交州，越州城的防御功能说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严峻，汉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不复存在。这也是当时的统治者将政治中心从合浦郡迁移至越州

城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临漳郡古城址

临漳郡古城址位于浦北县石冲镇坡子坪村委南流江畔八东渡江边坡上，为浦北县

博物馆于 2008 年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发现初期命名为江边坡遗址，后

改为临漳郡古城址。城址北距越州故城 800 米，面积约 16.65 万平方米。在遗址地表

发现了大量的汉至唐宋时期的遗物，其中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等陶片，以及唐

宋时期的瓷碗、瓷碟，还采集到唐代时期的兽面瓦当、筒瓦、地砖、莲花座等器物，

同时，在沙滩坡一带发现有墓群。
[124]

发现的遗物以南朝至初唐时期为主，部分为东汉

时期。临漳郡古城址中发现的遗物与越州故城址中发现的遗物相似，年代相当。城址

西北部的沙滩江可通至越州城的西面墙脚，估计在当时是可以通行小船的。由此可知，

临漳郡古城址与越州故城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25]

临漳郡古城址发现的遗物时间跨度

较长，包括东汉至初唐时期的遗物，说明了临漳郡在汉代已经是人口聚居之处，而后

由于越州城的建立而兴盛。

(3)旧州城

旧州城城址位于浦北县泉水乡南流江畔的施渡坡，约建于唐代武德至贞观年间。

今残城呈长方形，占地 12 公顷，城墙为夯土结构，高约 3 米。1974 年在城内出土有阴

刻铭文的唐代乾宁五年（898 年）铜钟 1 只，1976 年出土唐代陶瓷器皿一批。
[126]

旧州

城前有南流江环绕，三面环山，东西分别有铜鼓岭、尖岭两个高峰，可在山顶上设置



烽火台，敌人南来北至都可及早发现。据河而守，据山而防，处于易守难攻的有利地

形。一旦城池失守，可撤离至附近的高山密林，属于典型的军事功能城市。

(4)三滩古城

三滩古城城址位于今广西博白县东南面 7.5 千米的三滩镇红旗屯（三滩圩内），西

侧紧邻南流江支流三滩河，地表平坦，现为村落。古城城郭大致为五边形，周长约 960

米，自东城墙开始，边长分别为 268 米、160 米、137 米、192 米、201 米，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墙体中间为黏土夹杂少许石块，外侧用石块加固。城内采集的标本以青花

瓷片和素面陶片为主，另外有少量冰裂纹瓷片，胎质较厚，施土黄色釉。在城址西南

处，发现一处瓦片堆积层，上层为扰土层，厚约 0.6 米，下层为灰色板瓦对基层，厚

约 0.2 米，多为素面，里饰细布纹，厚 0.9～1.2 厘米。
[127]

南朝梁时期合浦郡新增南

昌县，治所在今三滩镇红旗屯，即三滩古城。三滩古城位于南流江中游，是当时合浦

进入岭南腹地的交通要道。

(5)浪平古城

浪平古城城址位于博白县浪平乡浪平村中央屯（浪平乡政府东 100 米处），城址上

现为村落，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从散落在水渠、院墙、猪舍等处的墙砖残块可以看出，

原墙体为黏土混杂少量小石块筑成。地表随处可见大量瓦片和陶片，以灰色板瓦居多，

素面，瓦头见弦纹，里饰细布纹。
[128]

在浪平乡政府背后地表采集的瓦片较厚，形制、

厚度同唐代板瓦一致，从地理位置、建县选址因素和标本特征等方面综合考虑，此地

应为县治所在地。武德四年(621 年)，唐高祖李渊在合浦郡内置南州，领博白、朗平、

周罗、龙豪、淳良、建宁六县
[129]

，据此推测浪平古城可能是唐武德四年的朗平县城。

(6)亚山古城

亚山古城位于博白县亚山镇亚山村委城头村与亚背塘村之间，西距南流江约 100

米。城址布局大致为四方形，长度分别为西面 155 米、北面 122 米、东面 170 米、南

面 109 米，周长约 556 米。四面城墙尚有残存，墙体用红色黏土筑成，残高约 2 米，

宽 8～10 米。在城内外采集的瓦片有灰色和淡红色两种，均为素面板瓦，瓦头见弦纹，

里饰布纹。以灰色瓦居多，另外还采集有小圈足器底、青花瓷片、素面陶片等。除四

周城墙外，未发现其他遗迹。
[130]

该城址可能并非县治，而是一处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

城堡，与钦州浦北县泉水镇旧州唐城类似。

(7)白州城

唐代白州城被密集的现代建筑覆盖，难以寻觅其踪迹。通过对城内走访观察，初

步判断现在博白县政府及附近一带可能就是白州故城的分布位置。此地为全城地势最

高处，经观察似为城址废弃堆积所致；现鱼塘的周遭低洼处，或为利用原来的护城河

改造而来。该地带还出土过少量遗物，县政府驻地建设时后门工地曾经出土过唐代瓷



器等遗物，县政府附近师范学校工地也曾出土有唐代陶器，征集所得的清代白州城石

匾也是出自附近的人民公园（图 3-16）
[131]

。

1.唐代白州城建筑构件 2.清代白州城石匾

图 3-16 白州城遗存

(8)石康宋城

宋代南流江沿岸城市的建设与海盐的运输密切相关，许多地方因海盐的转运形成

城镇。以石康镇为例，前文论述了南宋时期廉州府设置了石康盐场，且建立了石康仓

以便食盐转运至郁林州，充分说明了石康城的建立与当时海盐运输息息相关。“石康城

址位于合浦县城东北 16 千米，今石康顺塔村境内的南流江畔。宋城紧靠南流江，年长

月久，东北部分城墙遗址已被洪水冲塌。现剩西南城基 143 米，东北城基 300 米，城

基高 3.2 米，宽 8.6 米。现南门外低洼稻田为当时的护城河遗址，河宽约 13 米，城内

尚有残存的城砖、陶瓷器碎片及瓦当。”
[132]

由于出土的文物并未发现唐代的遗物，周

家干先生认为石康应是宋代建立的城市。结合文献资料分析，石康城确实在南宋时得

到了繁荣发展，因此它应是始建于南宋时期。

古代城市的选址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两个重要因素。从上述城址的分布来看，

这些城址均位于南流江及其支流两岸，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都在西门江沿岸，越州

故城、亚山古城、石康宋城均位于南流江畔，临漳郡古城、三滩古城分别位于南流江

支流八东渡江和三滩河沿岸。这些不同时代城址的发现说明了南流江是秦汉至唐宋时

期岭南通往中原的重要交通道路，这些城址或出于商业目的而建，如草鞋村遗址和石

康宋城；或出于军事目的而建，如越州故城和亚山古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对南流江

的开发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般来说，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南流江沿岸城市的主要作用和功能是巩固地方统治和开通

商业贸易。汉武帝平定南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历代统治者或出于政治、军事

目的，或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南流江航道进行拓展，在沿岸地区建设城市。

一是为了巩同边防，二是为了促进商贸发展。合浦一带的珠玑、玳瑁、犀角、象齿通

过南流江转运至中原各地，中原地区的铁器、青铜器及马畜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通

过南流江输入沿岸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玻璃、玛瑙、水晶等海外商品也通过合浦港及



南流江输送至岭南西部地区和中原地区。合浦成为商品贸易的集散之地，沿岸城市也

随之发展起来。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廉州盐业的发展，南流江沿岸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深入至今天的博白、兴业等地区。

综上所述，南流江流域商业繁荣，各行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代合浦的珍珠

贸易名噪一时，在南流江流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南流江航运的发展，流

域内的手工业如青铜铸造业、制陶业、纺织业、冶铁业等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流域

内历代钱币的出土和郁林钱监的发现，说明了当时商品的繁荣和交易量的巨大。宋代

以来，南流江充分发挥了内河航运的优势，成为当时广西和广东食盐运输的枢纽。手

工业和航运的发展不但促进了流域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也带来了沿岸城市的发展和繁

荣。值得注意的是，从合浦港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使南流江成为各地物资集

散的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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